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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一种心理学分析（上） 

袁 彬 

  

导论 

  

一国刑法的存在，并不在于便利打击犯罪，也不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运作，而在于为国家用刑罚手

段治理社会提供一种合法性。没有刑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更加及时、有效、灵活与便利，但没有合法性基

础，因为它丧失了代表社会文化的刑法的支撑。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

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1]同样，没有刑法文化的支撑，国

家对犯罪的打击同样要面临合法化的困境。 

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刑法文化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知识文明

时代，刑法文化的内容各有特点，刑法的目的、功能也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刑法规范的差异。 

在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刑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应有的

秩序，评价犯罪是根据如何维护社会应有的秩序使社会环境不受犯罪侵犯。因此刑法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社

会。这个时期的刑法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实质刑法。 

工业文明强调真理的普适性，认为对社会稳定最大的侵犯是对人权、自由、平等的恣意践踏，保护人的权

利、自由、平等，也就保护了社会稳定。刑法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对人权的侵犯。刑法的主要功能是

保障人权。形式刑法成为这个时期刑法的主要特征。 

然而，工业文明对“普适真理”的强调助长了现代病、文化霸权、技术统治的加强和人的片面发展，因此

有些后现代学者把工业文明的启蒙故事指斥为“大叙事”，宣扬多元化，并提出“真理政治学”，主张消

解主体。[2]文化的包容性逐渐成为社会的新要求，但工业文明的张力十分有限，在这种背景下，知识文明

应运而生。 

知识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知识爆炸，反映出个体知识的有限性。每个人都只能掌握知识的一部分，知识

的差异成为个人行为异化的重要因素，个体行为的差异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刑法必须关注个体差异，

注重个别正义的实现。对不同的罪犯，应适用不同的刑罚进行矫治。刑法在形式正义之下重新表现出对实

质正义的追求。惩罚不是刑法的目的，对罪犯个体异化行为的矫治才是刑法的终极追求。 

当然，对罪犯行为的矫治，很多社会机构都能进行，但只有监狱是最“彻底而严厉”的。福柯认为，监狱

“必须对每个人的所有方面——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道德态度、精神状况——负起全面责

任。学校、工厂和军队都只涉及某些方面的专业化，而监狱远远超过它们，是一种‘全面规训’的机

构。”[3] 

除了监狱之外，刑法规范作为一种知识，也具有行为矫正的功能，并且由于其通常是在犯罪之前发挥作

用，因而具有优先性。而刑法规范要真正发挥其行为矫治功能，就必须关注人的心理，其规定也必须符合

心理的基本规律。刑法学与心理学的有效结合是发挥刑法规范矫治功能的基本保证。因此，从心理学角度

对我国刑法进行分析、解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围绕刑法规范的矫治

功能，分析我国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刑罚和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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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身危险性与心理评估 

  

刑法对个别正义的关注，表现在刑法根基上，体现为人身危险性的回归。人身危险性的考量是刑法规

范矫治功能发挥的基础。社会、生理因素对犯罪的影响都必须通过人的心理表现出来，因此人身危险性的

考量最终都必须立足于人的心理，其实质是对行为人的心理评估。 

（一）我国刑法对犯罪人评价的缺失 

我国刑法对犯罪人的评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即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是否具有特定的身份；二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即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特定

目的；三是行为人的悔罪表现，这涉及自首、立功、缓刑、减刑和假释等。 

对于第一个方面，刑法旨在从生理上标定自然人的心理成熟程度，采取的直接标准是行为人的年龄，

间接标准是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年龄幼小的儿童，大脑发育尚不成熟，涉世未深，社会经验少，辨

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差，因此对这些人不应适用刑罚。 

对于第二个方面，刑法中规定的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反映的是行为人的心理过程。刑法第十四、十五

条规定的行为人主观心态，可分为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其中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对行为危害社会结果的

认识与否及认识程度，意志因素则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对行为最终造成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努力程度。两者反

映的是人心理的认识过程和意志过程。 

对于第三个方面，行为人的悔罪体现的是行为人的动机及在一定动机作用之下的情绪、意志。在心理

学上，动机是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4]在我国刑法

中，行为人自首、立功的主要动机是悔罪，而缓刑、减刑和假释是对行为人悔罪的奖赏。作为一种外在刺

激，缓刑、减刑和假释对行为人的动机起着一种强化作用。 

我国刑法对犯罪人的上述评价，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没有充分体现当前我国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儿童心理发展是一个从不成熟到

相对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要受到儿童自身生理、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发展程度在不同的

社会条件下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从总体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在年龄上是不

断趋前。 

美国学者格里索和马努格安早在1980年就做过儿童对美国米兰达规则理解的研究，其结果表明，13岁

的少年儿童，其智商在70以上者，与14岁和15岁正常少年儿童一样，都能够理解米兰达法规的含义，因而

13岁少年儿童智力正常者，与成年人一样，具有理解米兰达法规的行为能力，这项法规可以适用于13岁智

力正常少年儿童。[5]也就是说，智力正常者，13岁时的心理能力与成年人相差无几。如今二十多年过去

了，儿童心理成熟的年龄可能又有所提前。在我国也是如此。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表现出明显的低龄化倾

向，14周岁以下的儿童实施的危害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成人化特点。这表明，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正在趋

前，距今近30年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可能已不再适合我国刑法。 

2、刑法对主观条件的规定没有考虑行为人的情绪、情感因素。[6]作为人的三大认识过程之一，情绪、

情感与人的认识、意志同等重要。情绪能影响犯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使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发生改变，特

别是当犯罪人的情绪由受害人的过错所引起时，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要明显降低。事实上，不少国家和地

区的立法中都将情绪因素作为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德国刑法典》第33条就规定：“行为人由于惶

惑、恐怖、惊愕，致逾越正当防卫之限度者，不罚。”俄罗斯新刑法规定“在激情状态中杀人”、“在激

情状态中严重损害或中等损害他人健康”较普通杀人或普通伤害的处罚要轻。我国台湾、澳门及英美刑法

中的义愤杀人轻于普通杀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3、没有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个性。心理过程和个性是人心理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个性是个人心理活动

的稳定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倾向性又包括需要、动机、兴

趣、理想、价值观和世界观。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动机是个性倾向性的体现。但兴趣、理想、价值观和

世界观等，没有纳入刑法。 

个性心理特征是指一个人身上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主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7]

由于受刑事古典学派的“应受惩罚的是行为，而不是行为人”的影响，我国刑法对犯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

没有进行有效的评价。这势必导致刑法对犯罪人评价的片面性，影响刑法功能的发挥。 

（二）犯罪主观条件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崛起而出现的。它的涵义一般是指：犯罪人的生理、心理特质及其

社会因素所决定的犯罪倾向或反社会性格。1882年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提出一个著名口号：应



受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者。即认为刑罚的根据不是犯罪行为，而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状

态”或称“人身危险性”。 

对于人身危险性，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人身危险性指的仅是再犯可能性，认为人

身危险性，即犯罪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8]也有学者认为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可能性，既包

括再犯可能性即犯罪人本人再次事实犯罪的可能性，又包括初犯可能性即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主要是指潜

在的犯罪人的犯罪可能性。[9] 

不过，从总体上看，人们更愿意接受人身危险性是指再犯可能性的观点，因为对潜在犯罪人的初犯可

能性无法进行刑法评价。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上主要表现为犯罪的主观条件。帕多瓦尼就认为，适用保安处

分的主观条件，是指主体的社会危险性，或者说主体再犯新罪的或然性。[10] 

犯罪主观条件与人身危险性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犯罪主观条件是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心理内容之一，通过犯罪主观条件的考察，可以初步量定罪犯人

身危险性。当然人的心理因素不仅包括刑法规定的犯罪主观条件，还包括其他因素，如气质、性格特征

等。因此人身危险性并不限于犯罪的主观条件，个性心理特征应成为刑法对人身危险性考量的内容。 

2、犯罪主观条件是刑法考虑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前提。行为人具备了刑法规定的犯罪主观条件才可进一

步考察其人身危险性的其他内容。这是现代刑法原则的基本要求。而犯罪主观条件考察的基础是行为人实

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罪犯人身危险性的考量实际上是以犯罪行为为前提的。 

3、人身危险性考量对行为的刑法评价具有积极意义。人身危险性对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

面：一是犯罪的主观条件直接影响行为的定罪量刑。其中罪过是我国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属定罪情节，

犯罪目的与动机主要是量刑情节，在法律有特殊规定时，也是定罪情节。二是行为人的个性直接影响罪

过，间接影响定罪量刑。行为人已经形成的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会制约行为人的心理过程，并在心

理活动过程中得到体现，从而对心理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使之带有个人独特的特点。[11]犯罪过程中，行

为人的个性会使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也体现出个人的个性特征。 

总之，人身危险性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并将日益受到关注。如何评估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将是

刑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人身危险性的心理评估 

对人身危险性，我国有学者认为它由多种因素所组成，包括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人

身危险性评价应从犯罪行为、罪过形式与内容、犯罪目的与动机、犯罪起因、犯罪前的表现、犯罪后的态

度及其世界观和政治思想、道德水平几个方面进行。[12]也有学者主张把犯罪人的年龄与性别、犯罪者的世

界观和政治思想、知识和道德水平、人格（性格、气质、能力）和心理特点、犯罪者的犯罪原因、生活经

历、社会家庭关系等个人情况排除在“人身危险性”以外，认为人身危险性只表现为罪犯是偶犯还是累

犯、是一般累犯还是特殊危险的累犯，对所犯罪行为的认识和态度（是否坦白、悔罚、自首等）、犯罪者

的一贯表现等。[13] 

笔者以为，犯罪的其他因素只有内化为行为人的心理因素才能对犯罪发生作用，因此对人身危险性的

考量必须立足于犯罪人的心理。考量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实际上就是对行为人进行心理评估。 

1、人身危险性考量的前提：犯罪行为 

刑法要真正启动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考量，必须以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为前提。这是社会一般正义

的要求，因为只有行为才是客观的、可测量的，以行为为基础构建刑法体系，才能让刑法的普遍正义以一

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同时，人身危险性的考量以实施犯罪行为为前提，也是刑法功能的要求。在任何一

个国家，想犯罪的人都要比实际犯罪的人多。刑法不能惩罚人们的思想。刑法矫治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心

理只能是中介。因此，只有人们表现出了犯罪行为，才能适用刑罚对其进行矫治。 

2、人身危险性考量的依据：刑法规范 

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无与程度，任何人、组织都可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而作为刑罚手段基础的人

身危险性评价，必须符合社会文化的一般要求，表现在刑法文化上，就是受刑法的制约。 

刑法对人身危险性考量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的主体限制，只有法院才能对犯罪人

进行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二是评价的标准限制，即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作为人身危险性评价的方面。 

3、人身危险性考量的内容：心理各方面的评估 

人身危险性考量的是人的心理，是对心理各方面从犯罪可能性方面所作的评估。以我国刑法已有的规

定为界限，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可分为：一是刑法已涉及的方面的心理评估；二是刑法没有涉及但应规定的

心理评估。前者具有刑法意义，能直接影响定罪与量刑，是一种实然的人身危险性考量；后者不具刑法意



义，但能为刑法提供借鉴，是一种应然的人身危险性考量。 

（1）实然的人身危险性考量 

①认知水平。行为人对其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不同的认知加工水平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差异，所受

的刑法评价也不同。我国刑法中行为人的认知加工主要有三种：一是对行为的危害结果没有认知；二是对

行为的危害结果有一定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处于一种抽象水平，没有达到具体明确的程度；三是对行为的

危害结果有认知，并且明确、具体。 

与三种认知水平相对应的是我国刑法中的几种不同罪过形式：疏忽大意过失；过于自信过失和间接故

意；直接故意。疏忽大意过失中，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行为人有预见的义务

和能力，但没有预见。过于自信过失和间接故意中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有认识，但这种认识很抽象，

表现为行为人对行为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只有在直接故意中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认识达到了明

确具体的程度，表现为刑法上的“明知”。三种不同的认知水平受到的刑法评价也不同，依据评价的严厉

程度，依次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疏忽大意过失。 

②意志努力。意志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

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意志与目的相连，并直接指向目的。因此，不同的目的，其行为意志的方

向不同。[14]意志努力还有强度的不同：低度、中度和高度。在同一意志方向上，意志努力只有量上的差

别，而没有质的区分。 

我国刑法将行为人的意志分为四种：希望、放任、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从意志方向看，希望和放任

方向相同，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方向相同。从意志强度看，希望和过于自信强度较高，放任和疏忽大意则

属中等强度。不同意志水平在刑法上受到的评价也不同。我国刑法对希望意志的评价最为严厉，其次是放

任，再次是过于自信，疏忽大意最次。 

③动机水平。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

犯罪动机是刺激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根据性质和社会价值的不同，动机有

高尚与低级之分。高尚动机能持久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促使他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低级动机违背社

会发展规律与人民利益，不利于社会发展。[15]动机也有强度差异。动机强度既取决于需要的性质，也取

决于诱因力量的大小。犯罪动机在我国刑法中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16]越低级、强度越高的动机，刑法

处罚越重；越高尚、强度越高的动机，刑法的处罚越轻。 

④情绪状态。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犯罪人的情绪状态，但实践中，情绪状态是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

情绪状态是在某种事件或情境影响下，人在一定时间里表现出的一定的情绪。由于一定强度、紧张度或激

动度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认知水平和意志控制能力，通常情况下，情绪状态的

强度、紧张度或激动度越高，刑法的评价就越低。 

不过，由于情绪状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一定的情绪状态要受到刑法的积极评价应具备一定的条

件。如要构成美国激情杀人中的激情：必须存在足量的刺激；被告人必须是事实上受到刺激；在受到刺激

和实行致命打击之间没有时间使激情冷却下来；事实上被告人的激情此间隙没有冷却。[17]概括地说，刑

法上情绪状态的条件主要包括：情绪的产生必须是由可归责于受害人或者第三方的原因引起的；情绪成为

了犯罪行为实施的动因；情绪须达到了一定紧张度、激动度或强度，并自始至终作用于犯罪行为的全过

程。[18] 

（2）应然的人身危险性考量 

①性格特征。性格是一个人在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

性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做什么和怎么做。“做什么”反映了人对现实的态度，表明一个人追求什么、

拒绝什么；“怎么做”反映了人的行为方式，表明一个人如何去追求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如何去拒绝他所

要避免的东西。在特征上，性格包括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和理智特征。由于理智、情绪和意志

特征主要体现在认识、情绪与情感、意志过程中，因此人身危险性主要考量的是性格的态度特征。 

性格的态度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对社会、集体和他人的态度的特征，如公而忘私还是假公济私等；

对工作和学习的态度的特征，如勤劳还是懒惰等；对自己的态度的特征，如谦虚还是骄傲等。态度特征能

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并导致人身危险性的差异，它应该成为人身危险性评价的内容。 

②气质类型。气质是个人心理活动的稳定的动力特征。气质体现在人的心理活动动力特征上主要包括

心理过程的强度（如情绪体验的强度、意志努力的程度），心理过程的速度和稳定性（如知觉的速度、思

维的灵活程度、注意集中时间的长短）和心理活动的指向性（有人倾向于外部事物，有人倾向于内心世

界）等方面的特点。依据心理活动的差异，气质可进行多种分类，如可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

郁质。每一种气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同气质的消极方面在刑法上有不同的体现。如粘液



质、抑郁质气质类型者多实施盗窃、投放危险物质罪，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罪多由胆汁质、多血质气质

类型者实施。因此，不同的行为人，因其气质类型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人身危险性。 

当前，性质和气质还没有纳入我国刑法的范畴，但它们应当成为刑法对人身危险性进行考量的标准，

属于应然的人身危险性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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